





16世纪欧、 亚之间的远洋贸易开通之后, 中国别具一格的特产源源运入欧洲, 引起当地
人对古老中国的浓厚兴趣与憧憬, 时至 17、 18世纪, 欧洲甚至出现了风行德、 法的 “罗柯柯
运动”。中华物化文化成为当地上层社会的时尚, 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备受欧洲启蒙大师
推崇。 然而, 这又是中国自身由盛而衰发生重要历史转折的前夜。在此大背景下移居西欧的
中国人, 虽寥寥无几, 但作为近代中国人移居西欧的先驱, 背负着清晰的时代烙印。
在这批移民先驱中, 一是有一定知识的中国文人占有重要地位; 二是与西方来华传教士
多有联系。自 17世纪中叶起, 随着西欧耶苏会传教士在华活动日趋活跃, 逐渐有中国教士、
或教会学校的学生, 经西欧传教士推荐、 或直接由传教士带领, 前往欧洲。 他们中有的侨居
欧洲数年、 乃至数十年, 有的与欧洲人结婚, 有的甚至埋骨欧洲。这是身处东西文化猛烈撞
击中的一群人: 由于当时中华文化在欧洲仍富有传奇色彩, 这些中国文人多少得到主人的礼
遇, 有的并应邀从事传播中华文化的工作; 然而, 由于他们是作为受教化对象被带往西欧的,
其所负有的基本使命却是将西方文明传播到其母国。
1650年, 广东香山人郑玛诺 ( Emm anue l de S eque ira)①随传教士 M art inM ar tin i (卫匡
国 )往罗马, 前后 21年, 至 1671年回北京传教。 1680年, 江苏江宁人沈福宗应 Ph ilip C oup le t
(柏应理 ) 神父之邀赴欧, 随即受聘于英国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 (B odle ian L ib ra ry ), 从事
中文图书的分类工作, 成为在英国图书馆正式工作的第一位中国人。沈福宗曾协助牛津大学
图书馆馆长托马斯· 哈得完成其著名的 《中国度量衡考》 一书。 1707年, 有山西平阳人樊守
义随传教士 P rovana (艾若瑟 ) 往欧洲, 先后 14年, 后回北京传教。 1713年, 法国史籍第一
次记载一位中国青年在法国与法国姑娘正式结婚, 是为中法通婚第一例。据载此位中国青年
姓黄, 祖籍福建兴化, 随传教士 A rtu s de Lyonne (利俄 ) 去法, 长老 A b t B ignon留他在法
国皇家图书馆工作, 曾作论文数篇, 1716年病故于巴黎。 1721年, 清王朝赠中国书籍 4000册
给法王路易十四, 中国人胡约翰 ( Jean H ou) 应征赴法, 充当此批中文书籍之解释者。 1723
年, 意大利传教士 M atteo R ipa (马国贤 )返欧设中国语言学校于里斯本, 邀请四位中国青年
同行, 到学校学习教理教义, 同时教习中国语言文化。 1754年, 两位中国青年、 北京教会学
校学生高类思 ( Lou isK aK ao )、杨德望 (E t ienneY ang )经广东、澳门赴法, 他们进入 L a F leche
的皇家学院学法文、 拉丁文, 并研究神学、 逻辑学。 1760年两人到巴黎请求批准为修士, 未
果, 但获法政府资助继续研修神学。 两人于 1765年离法回国, 分别到北京、 江西传教。
此外, 也有些早期旅居欧洲的中国文人与传教士没有直接关系。
例如, 1709年, 一位侨居于 “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 (即今日印尼首都雅加达 )、 姓周的
华裔医生, 为护送当时荷兰驻东印度的总督回国就医而到了荷兰。这位周医生精通中医, 在
留居荷兰期间, 曾应邀以中国传统的诊脉、针灸方式为荷兰人治病, 讲解中国人参的功效, 并
为荷兰人制作了一份中国历代的帝王年表。②
又如, 1861年的 《荷兰年刊》 上, 一位作者以新奇的口吻介绍了一位中国文人 “奴年先
生” 来到荷兰的故事。 据作者言, 奴年先生出生于中国汕头, 求学于广州。 年前从香港乘船





广东, 一人姓冯名亚生 (A ssing ), 生于 1792年; 另一人名亚学 (H aho), 生于 1797年, 曾
在广东海关当过秘书。两人于 1816年乘英轮赴英国, 后随荷兰人 Lu stha rsen于 1821年抵德
国。据报道, 1823年 3月, 两人曾在柏林身着中国服装登台表演二胡。随后, 两人受普鲁士
国王威廉一世的委托, 在哈勒大学 (U nive rsitatH a lle) 协助德国汉学创始人之一威廉·夏特
研究汉语, 前后约 3年。 1826年后, 他们应聘在波茨坦威廉三世的宫殿担任宫廷茶道师。有
关记载中特别提及, 在此期间, 亚生曾先后将 6篇德文的宗教文献译成中文。亚生于 1829年
返回中国, 亚学则留居德国。 1845年, 威廉四世曾下令在波茨坦市威堡大街 9号





的华人劳工, 以华人船员为主, 他们的祖籍地主要是香港及广东宝安地区。 当时, 为殖民掠
夺所驱使, 英、 荷等轮船公司的远洋货轮大量往返于亚欧之间。 为攫取高额利润, 一些西欧




例如, 1782年 7月 27日, 在伦敦出版的 《晨报》 (M o rn ing C hron icle) 上, 有一则消息
报道在东伦敦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 文中提及有居住于当地的华人船员卷入此事。1814年, 一
则英国报章披露, 一批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国海员被安置在东伦敦的 Shadw e ll兵营
内, 居住情况十分恶劣。 1817年, 英国一份关于饮食业的报告中提及在伦敦的 Shadw e ll地区
住满了 “外国水手”, 并用侮辱性的语言说他们是 “中国人、 希腊人及该类肮脏人物”。⑥ 1851
年, 英国伦敦及威尔士地区人口调查材料中, 首次标明是年共有 78名中国人居住在当地。⑦
总之, 从只鳞片爪的资料中追溯华人移居西欧的早期历史, 有助于昭示一个隐含在史实
背后的重要问题: 就起源而论, 无论是以传教士的活动为契机, 或是因远洋公司的招募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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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华人移居西欧肇始于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进行的远东扩张、 贸易和掠夺, 是其意想不到的
副产品。
二　 20世纪初叶中国人移居西欧历史脉络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来自中国的移民在西欧各主要国家明显增加, 并日渐引起当地社会
的关注。倘若以此作为西欧华人社会形成的起点, 二战前 (或曰 20世纪初叶 )中国人移居西
欧的历史脉络大致可作如下概述。
战前中国移民人数最多、 并且最为活跃的西欧国家, 当首推法国。 本世纪初期对法国华
人社会发展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以下两大事件:
其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应募赴欧。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补
充协约国方面劳力之不足, 自 1917年起, 相继有 10多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 在法国、 英国、
俄国及协约国所辖战区从事艰辛而危险的工作。在整个大战期间, 总计有上万华工不幸死于
战争的炮火之中。⑧大战结束后, 从 1919年秋起至 1922年 3月, 参战华工被分期分批遣返中
国。不过, 据法国官方统计, 约有 3000华工在战后仍然留居法国。法国学者廖遇常先生认为,
这 3000华工是“第一批旅法移民”。⑨这些留居法国的华工, 开始时多受雇于法国工矿企业, 后
有部分人渐渐转向开餐馆、 开洗衣店或摆摊卖货。他们主要聚居于巴黎西郊的工业城镇
Bou logne B illancour t及 Issy-Les-M ou lineaux, 形成了法国最早的华人移民社会。
其二, 20世纪初年著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1908年, 李煜瀛10在巴黎近郊建立了一家
“巴黎豆腐公司”, 生产各种豆类食品。他先后从中国雇佣 30多人, 并尝试让他们半工半读。
1912年 “留法俭学会” 在北京成立。 1913年, 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抵法。 1916年 3月, 以组




浙江青田、温州的小商贩, 据法国官方人口普查显示: 1926年全法有 38名华人流动商贩, 1931





“生意”, 不久还发了小财。消息传到家乡, “陆续冒险出洋的渐多, 不到十年, 竟布满全欧”,
尤以法国为最。据邹韬奋先生 1933年访法见闻: 仅巴黎一地就有华人小贩近 2000人, 在巴
黎里昂火车站附近“几条龌龊卑陋的小巷”, 还形成了一个青田小贩的聚居区。13费孝通先生在
回忆其 30年代的西欧之行时也曾提及, 当时一些从法国马赛出发、 往返于中法之间的轮船,
曾为欧洲华侨专门开设了“低价统舱”, 说明当地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14据中华民国侨务委
员会 1935年的统计, 是年全法中国人已多达 1. 7万人。
同期华人社会在英国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1896年, 以孙中山抵英宣传革命为契机, “致
公堂” 在英国华人聚居的利物浦建立了它在欧洲的第一个分支。依其章程, “华侨手足如有纠
纷”, 可来致公堂 “排难解纷”; 若需雇工, 则 “本堂手足占优先权”。15可见当时利物浦的华人
17战前中国人移民西欧历史考察
社会已有一定规模。 1904年, 在清政府驻英公使支持下, “中华会馆” 在伦敦成立。 1901年,
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洗衣店在伦敦开张。 1908年, 第一家经过正式注册登记的中国餐馆在





各国绝无仅有。 1851到 1931年英国华人的统计数字, 如下图所示: 16
由于移民人口的流动性, 就某一移民群体进行人口统计, 历来是移民学研究中的一大难
题。因此, 虽然以上曲线所勾勒的英国华人人口变化的相对趋势, 当可视为客观事实的反映,
但其准确度则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 依据 1935年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据, 是
年全英华人总计约有 8000人。虽然中国方面的统计以全英华人为对象, 而以上所引数据则仅
限于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 但是, 考虑到战前英国华人主要聚居于英格兰地区的史实, 中、英
两方面统计数据的差距是相当大的。17








1898 * 11 * 1907 15146 116 0. 8%
1899 9105 109 1. 2% 1908 15321 92 0. 6%
1900 9833 335 3. 4% 1909 15948 259 1. 6%
1901 11593 312 2. 7% 1910 17135 196 1. 1%
1902 11695 227 2. 4% 1911 18559 754 4. 1%
1903 12815 245 1. 9% 1912 20939 1254 6. 0%
1904 13319 217 1. 6% 1913 23152 1701 7. 3%
1905 13204 144 1. 1% 1914 16072 2100 8. 1%
1906 13620 148 1. 1% 1915 15503 2165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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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以看出, 以 1911年为界, 华人受雇船员数较之以往猛增。其原因在于: 是年荷
兰船员工会组织荷兰海员大罢工, 但是, 荷兰远洋公司的老板不仅不接受工会的合理要求, 反
而趁机从英国伦敦、 利物浦等地大量雇佣华人船员去取代罢工工人。
“登记上岸的华人海员数”所直接反映的只是各轮船公司雇佣的华人船员数, 而不是旅居
荷兰的华人人口总数。 但是, 与英国情况相似, 随着被雇佣的华人船员数迅速上升, 因各种
原因而滞留荷兰的华人人数也相应增加, 20年代后, 在荷兰的主要港市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
逐渐形成了荷兰的 “唐人街”。19




在这些中国人中, 除了 “跳船” 留居德国的船员外, 还 “有中国年轻的被派往国外深造的富
家子弟, 有在魏玛共和国国际开放的气氛中从事反帝运动的中国激进分子, 也有为逃脱故乡
的 贫困而另谋生路的中国商人”。2 20— 30年代时, 在柏林的 S ch lesische r火车站和
F ried rich sh ain一带, 因各有数百名较为贫穷的中国人聚居于此, 并开设了一些小餐馆、 小商
店, 而被认为是柏林的 “中国城”, 有些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德国人则把该地区叫做 “黄种人
区”。 1929年, 旅居汉堡的中国人成立了 “汉堡中华会馆”。
综上所述, 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西欧华人移民群体已初具规模。以下是 1935年
的统计数据, 可为参考:23
国别 华人人数 国别 华人人数
法国 17000 比利时 500
英国 8000 丹麦 900
荷兰 8000 意大利 274
德国 1800 瑞士 148







(一 ) 起步晚, 发展慢, 规模小
与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进程相比较, 中国人移民西欧的历史起步很晚, 发展很慢, 规
模很小。一般认为, 中国人零零星星移居东南亚的历史, 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 历时上千年。
尤其是近代以来, 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梯山渡海进入东南亚的人口, 当以数百万计。 时至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东南亚的华人族群已达上千万人。 但是, 如前所述, 中国移民作为一个
社会群体在西欧社会中出现, 是十分晚近的社会现象, 而且, 即便当其处于战前发展的最高
峰时 ( 30年代中期 ), 也只不足 4万人。可以说, 战前移居西欧的中国人仅仅构成同期中国海
外移民潮中一个极为细小的支流。
究其原因, 显而易见者如下: 其一, 亚、欧两大洲地理上的遥远距离使移民费用昂贵, 敢
于并且能够为此一搏者, 为数有限;24其二, 欧亚两大文化体系的相互冲突, 尤其是近代以来
中国在欧洲列强逼迫下一败再败的屈辱历史, 令不少习惯于生活在封建藩篱之中的潜在移民
群对欧洲人望而生畏。然而, 近代中国移民潮没有以西欧为主要目的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 近
代以来, 西欧一直是对外殖民的国家, 对于进入本土的外来移民、 尤其是非白色人种, 带有
鲜明的种族歧视色彩。 因此, 虽然西欧老牌殖民帝国英、 法、 荷等曾在中国掠夺大批劳力以
开发其在亚洲的殖民地, 但并不要中国劳力直接进入其本国。为此, 一次大战中被召募进入
西欧的 10多万华工, 战后即被大批遣返; 20世纪初期移居西欧的中国劳工, 以受雇于西欧远
洋公司的廉价劳力为主。如此事实再次证明: 中国近代移民潮, 不是中国社会本身正常发展




此无需赘述。 然而, 在西欧华人社会中, 则明显地以浙江青田人和温州人为主体, 尤其在战
前的法、 荷、 意、 德, 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其原因似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 青田、温州自身的客观地理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了近代以来当地人习于、
善于在移动中求生、 致富的民性民俗。青田、 温州地处浙南, 两相毗邻。就客观地理位置而
言, 温州位于瓯江之口, 北宋时即被朝廷辟为对外贸易口岸, 它北可通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商
贸的重要口岸上海, 南可连著名侨乡、 港口城市厦门, 这就使当地人享有异地求生、 乃至走
向海外的舟楫之便。就其生态环境看, 浙南地区山多地少, 资源贫乏, 迄今一些山区县仍然
只能做到温饱而缺乏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穷则思变, 当地逐渐形成 “其货纤靡,
其人多贾” 之民风 (宋代程俱语 ), 形成 “移动谋生” 的历史传统。26
第二, 本世纪初叶, 关于青田人在西欧靠 “贩销青田石” 而致富的传奇故事, 在当地人
的津津乐道中, 熏陶、 美化了一代青田人致富欧洲的移民幻想, 并进而诱发了相邻温州地区
的移民潮。研究浙南地区移民史的许多文章, 几乎都以肯定的笔调论证 “青田石” 在青田人
出国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但是, 就在这些文章中, 也谈到不少青田石贩卖者到头来大失
20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9年　第 3期　
所望的例证。27如何理解上述现象呢? 笔者以为, 重要的不在于 “青田石” 如何、 或是否真的
“风行欧美”, 也不在于论证有多少青田、 温州人真的在西欧 “贩销青田石致富”, 重要的是
“青田石”之说在当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其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功能。换言之, 19世纪中叶之
后青田石雕作品在欧美各类博览会中屡屡得奖,28尤其是少数人因在欧美经销青田石而致富
的传闻, 使青田人对本地特产行销欧美的可能性作了相当 (甚至可以说是 “非常” )乐观的判
断。当人们在贫穷中渴望改变现状时, “贩销青田石” 指给他们一条简单易行的致富道路; 而
种种关于欧洲人如何出高价购买青田石的奇谈, 则给传说注入了无法具体考证、 却又颇具诱
惑力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高度乐观的心理预期的导引下, 在人们 “乐意” 相信此说的社会氛
围中, 一拨又一拨想方设法去欧洲 “发财” 的人, 以空前规模走向了他们陌生的国度。29
第三, “到欧洲去赚钱”, 是青田、 温州人在致富追求中逐步从被动、 模糊转向主动、 明
晰的历史选择。依据笔者在温州地区的调查手记, 本世纪初年温州地区第一次 “出国热” 兴
起时, 出国方向有三: 日本、 东南亚和欧洲, 尤以日本为最。但是, 1923年 9月, 日本发生
关东大地震。一批受军国主义煽动与纵容的日本暴徒, 借震灾混乱之机, 大肆屠杀在日华工,
其中被杀害者 “当在千人以上”, 其中 “以温属工人为多, 总数约有七八百人”。30该惨案发生
后, 赴日浙江移民人数即刻锐减。而当时的东南亚早已遍布闽、 粤人, 后去的浙江人求生空
间有限。于是, 30年代出国谋生的青田、 温州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选择了欧洲。笔者在进行
浙江侨史调查时常听老华侨谈及, 当年他们踏上远行欧洲的旅途时, 脑海中仅仅对于 “欧洲
—法兰西—好赚钱” 有个模模糊糊的观念。这种观念既来自于不时听到亲友、 同乡以羡慕的
口吻谈论 “欧洲如何好赚钱”; 也来自于风闻、 或眼见一些在欧洲谋生的乡里亲朋 “衣锦还
乡”, 买地盖房。当他们靠倾家荡产或负债借贷筹措了旅费, 在家人的殷殷期待中匆匆上路时,
心中对于自己究竟要去往欧洲的哪个国家、 去了以后如何谋生, 既不十分清楚, 也不十分在
意。但是, 他们的口袋里往往揣着一张在欧洲谋生的乡里亲朋的地址名单, 并 “相信” 他们
有可能从后者那里得到必要的帮助。
“崇欧慕侨” 的社会氛围一旦形成, 其延绵不绝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以及因 “连锁移民”
的实际可操作性而给予潜在跨国移民的心理支持, 不容低估。
(三 ) 战前西欧华人生活于主流社会多重歧视、 敌视的压力之下
战前西欧华人社会的有限发展明显受制于西欧业已十分发达的市场机制。近代中国移民
进入东南亚时, 一方面由于东南亚传统农业经济在西方殖民者进入后迅速转型而托呈出大量
经济机会, 另一方面则由于西方殖民者在 “分而治之” 政策下利用华人为中介, 因此, 以此
为契机, 一些头脑灵敏而富有拼搏精神的华人移民, 以自己在工商经验、 信用网络等方面的
优势, 得以迅速地参与分享部分资源而获取较大的经济收益。




与华工的关系, 是牟取高额利润的手段。 因此, 华人一进入当地劳工市场, 就引起当地工人
的不满和反对。在战前西欧劳工史上, 例如, 在英国海员 1908、 1911和 1916年的三次罢工
运动中, 在荷兰海员 1911年罢工斗争中, 都曾发生过因华工被利用来破坏罢工而被斥责为




其一, 中国人移民西欧, 经历了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就起源而论, 华人移居西欧是西欧
资本主义列强远东扩张的意想不到的副产品。 在其后的发展中, 由于故土谋生不易而强化了
“崇欧慕侨” 的社会氛围, 由于亲缘、 地缘而拧成的连锁移民之纽带, 驱使潜在移民被异域致
富的幻想所诱使, 越洋赴欧。
其二, 西欧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业已高度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坚
实的经济基础。战前移居西欧的中国人, 通常既无资金, 又缺乏欧洲人所需的技术, 这是由
当时整个中国相对于西欧的落后地位所决定的。他们从当船员、 小贩、 洗衣工, 到开办小商





置上。 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 殊为不易。由于华人陆续移民西欧, 西欧人心目中的中国人
形象迅速褪尽了 17世纪由于旅行家、传教士、海盗的描绘所蒙上的传奇色彩, 而建立在耳目
能详的华人移民自身言行的基础上。就总体而言, 华人留给西欧人的感觉一方面是吃苦耐劳、
忍辱负重, 另一方面是没有觉悟、 任人宰割。 这实际上是同一种人格的两种不同表现。由于
存在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等因素, 战前的华人移民大多倾向于生活在相对独立的 “同源” 圈
子里, 自保自助, 这导致了 “唐人街” 在西欧各大城市陆续形成。尽管如此, 由于华人在数
量上毕竟有限, 而且只能以依附于当地经济的方式谋生。因此, 30年代席卷西欧的经济大危
机, 以及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相继给西欧华人以沉重打击。西欧华人总数从 30年代
中期后明显减少, 到 50年代初期仅余下万把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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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1899年的巴黎博览会, 以及 1905年在美国举行




销欧美而诱发了青田温州的移民潮” 之说, 就 “传







统计, 当时西欧各国华人总数为 11980人。 参阅徐























5 月, 第 一 名 荷 兰 总 督 古 耶 尔
(C. S. G ooye r) 带了 25人, 由荷兰东印度公
司派遣驻扎于毛里求斯。当年又有两艘船从


























由黑人” 的一部分, 后来又成了所谓 “有色
人”的一部分。⑦到 19世纪初, 英国政府为了
